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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Ｓ的双重涵义
———马丁·皮克斯吉尔对话希拉·贾萨诺夫

马丁·皮克斯吉尔１［著］，希拉·贾萨诺夫２［著］，武晨箫３［译］

（１．爱丁堡大学，英国；２．哈佛大学，美国；３．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希拉·贾萨诺夫与马丁·皮克斯吉尔探讨了ＳＴＳ的两种竞争性涵义：“科学技术学”或“科学技术与

社会”。贾萨诺夫回顾了她进入ＳＴＳ领域的历程，以及她尝试融合两种不同传统的方式。她的智识和职

业生涯由制度环境和个人选择共同塑造，并映射于她在形塑ＳＴＳ网络、项目和院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贾

萨诺夫强调了这一领域学科化的必要性。对她来说，ＳＴＳ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走近和参与世界的方

式。这种独特性需要通过富有创造性而又严格的教学和训练来精心培育和传承。马丁·皮克斯吉尔对

此次对话内容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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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简介

马丁·皮克斯吉尔是爱丁堡医学院（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生物医学社会研究领域
惠康信托基金学者（Ｗｅｌｌ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ａｄｅｒ）。他
的研究考察了科学和医学知识的国际流动及其
在卫生保健、法律政策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案
例。皮克斯吉尔特别关注神经科学、精神病学
和心理学的社会和历史维度。这些研究为心理
健康实践中的社会技术创新、临床和实验室工
作规范的（共同）生产，以及与新认识论相关的
主体性结构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皮克斯吉
尔获得了许多机构包括惠康信托基金、利华休
姆信托基金（Ｌｅｖｅｒｈｕｌｍｅ　Ｔｒｕｓｔ）和英国科学院
的资助和研究奖金。２０１４年，他参与创办的科
学知识和政策中心（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ＳＫＡＰＥ）

成立，并担任副主任。目前，皮克斯吉尔正参与
创建一个新的生物医学、自我和社会中心（Ｃｅｎ－
ｔｒｅ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ｌｆ，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惠康信
托基金提供了１００万英镑的资助）。他致力于
与不同领域的各类行动者进行形式多样的交
流，并在酒吧、影院、医院等场所参与对话活动。

皮克斯吉尔越来越多地将公众参与本身作为一
种研究方法。２０１５年，爱丁堡皇家学会（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授予他亨利·邓肯
奖章（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ｅｄａｌ）。

受访者简介

希拉·贾萨诺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科学技术学方向的普福尔茨海姆（Ｐｆｏｒｚｈｅｉ－
ｍｅｒ）教授。她的研究探索了科学技术与现代
民主国家的法律、政治和政策相互作用的方式，

尤其关注公众理性的本质。贾萨诺夫强调科学
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生产”，并将“社会技术想
象”和“生物宪政”（ｂｉ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等概念
引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贾萨诺夫拥有数

学、语言学和法学学位，并且凭借对美国、英国
和德国有毒物质监管的跨国研究进入ＳＴＳ领
域。该工作展现了政治文化如何形塑证据的产
生和部署，以及政策制定中对专家知识的承认
和磋商。而后，她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国际比较
研究，包括博帕尔（Ｂｈｏｐａ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ＩＰＣＣ）和全球环境运动。她曾担任
康奈尔大学ＳＴＳ系创系主任，还担任过许多重
要职务，例如４Ｓ会长，并定期与非ＳＴＳ学者合
作，撰写面向非ＳＴＳ受众的文章，如科学家和
更加广泛的公众，且利用ＳＴＳ的洞见分析并形
塑在科学政策中存在争议的问题。

　　一、“科学技术学”还是“科学技术与社会”？

　　马丁·皮克斯吉尔（Ｍａｒｔｙｎ　Ｐｉｃｋｅｒｓｇｉｌｌ，以
下简称 ＭＰ）：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ＳＴＳ？

在英国，我们所说的ＳＴＳ一般是“科学技术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但是在美国
也有“科学技术与社会”（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说法。您认为ＳＴＳ是什么的缩
写？对您来说，这一缩写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希拉·贾萨诺夫（Ｓｈｅｉｌａ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以下简
称ＳＪ）：我对这一缩写采取一种独特的立场，因
为我是通过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
ｅｔｙ）进入这一领域的，而后在我的带领下，这个
项目成为科学技术学系（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这本身也许并
不独特，但当我加入哈佛大学时，我不得不考虑
建立一个新的ＳＴＳ项目，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并
没有ＳＴＳ项目，这也让我必须再次反思这一名
词的涵义。最终，我选择了“科学技术与社会”，

而非“科学技术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都在思考，是的，名称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过于
强调其重要性，作为一名学者，是实践决定着你
真正在做什么。时至今日，在某种程度上我仍
然这样认为。但我改变了对两种ＳＴ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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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的谱系不同，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思考
两者的差异创造了我认为我所代表的ＳＴＳ。因
此，我希望ＳＴＳ同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和
“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在美国起源
于社会的忧虑。这些忧虑部分来自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的反战运动、环境问题以及一些与技术和
现代性相关的大问题。我不得不说，美国的思
想家并不处于忧虑现代性的前沿。现代性与技
术理性主义相关，这构成了德国社会理论家的
全部思考，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和法国其他社会理
论家的理论也是一样的。相反地，美国的ＳＴＳ
始于对蕾切尔·卡逊（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和环境运
动、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思
考，还始于对身份政治，如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种
族和性别问题的思考。因此，美国在发展科学
技术学的批判种族理论、批判性别研究，甚至批
判法律研究等方向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欧洲方
面兴趣的焦点则更加集中于知识是什么、知识
如何与物质联结等哲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科学技术学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
科学技术与社会则将科学技术作为与世界其他
部分存在联系的对象进行研究。因此，当我建
立康奈尔大学ＳＴＳ系时，我非常明确地尝试将
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联系特雷弗·平齐
（Ｔｒｅｖｏｒ　Ｐｉｎｃｈ）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这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我的选择，因为当时没有人
告诉我应该做什么。那是一次拉近大西洋两岸
距离的明确尝试的一部分。我们选择将康奈尔
大学ＳＴＳ系命名为“科学技术学系”有其自身
的政治原因，我很乐意告诉你其中的原委。但
对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将我认为必须同时追
求的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近来，我常常说，对
我们而言，ＳＴＳ是最能深刻反映科学的、技术的
文明意味着什么的领域。这要求我们思考科学
和技术的特殊性在哪里，这是科学技术学的组
成要素；同时也要求我们思考科学技术对世界
的其他部分意味着什么，这是科学技术与社会
的关注内容。因此，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不

可兼容”（ｅｉｔｈｅｒ／ｏｒ）的问题，而是一个“齐头并
举”（ｂｏｔｈ／ａｎｄ）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对我来
说，将社会纳入ＳＴＳ是这一领域存在的终极理
由：这不仅是简单地用我们学科的特殊语言来
重新描述科学，也是我们用特殊方式反思什么
是理性社会（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制造型社会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或发明型社会（ｉｎｖｅｎ－
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的载体。

ＭＰ：最初您是如何进入“科学技术与社会”

这一领域的？

ＳＪ：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我与我的丈夫
在博士阶段受到的都是历史语言学训练，我们
面临着双职工问题，事实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
晦涩难解的领域获得具有同等挑战性的工作。

我的历史语言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孟加拉语的形
态学史研究，这不是美国学术界最流行的语言。

因此，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后，就在我获得博士学
位的同一年，我又进入法学院学习。我当时的
想法是，这是一场交易，我要更专业地追求它。

因为杰伊（Ｊａｙ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①工作的原因，我们留
在了剑桥，他作为初级教员在哈佛大学教书。

家里对我去法学院的看法是：好吧，这样做也没
什么坏处。但当我毕业时，我很清楚地知道自
己对公司法不感兴趣，也绝不会践行它。幸运
的是，我的一位法学教授帮助我进入一家小型
环境法事务所工作，我开始在波士顿从事环境
法的相关实践。然而此后，学术、就业市场还是
打击了我们。也由于杰伊的工作原因，我们必
须搬到康奈尔去，搬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伊萨
卡去，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那里没有让我继
续进行环境法实践的机会。在那段日子里，以
实践为导向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者，其中也
包括一些律师，正投身于环境运动。结果我发
现，我所在的小公司中有一位律师———那里仅
有我和三位搭档———知道多萝西·内尔金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Ｎｅｌｋｉｎ）在反核运动和其他争论中所
做的工作，他向我介绍了多萝西·内尔金。

１９７８年春天，在去康奈尔大学面试时，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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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Ｓ项目的学者进行了交流。他们用仅剩的少
量创办经费为我提供了一个兼职博士后职位。

与此同时，当然，我必须跳进那个我从未接受过
训练的圈子。我必须写一份博士后阶段的研究
计划，曾在哈佛大学遇到的一个人建议我研究
环境法立法的最新进展，即《有毒物质控制法》
（Ｔｏｘ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ＴＳＣＡ）。因
此，我在研究计划中提到我将考察ＴＳＣＡ的实
施情况，结合我曾任环境法律师的工作经历，这
一计划是有意义的。受到康奈尔大学ＳＴＳ项
目软资金支持的三位独立的青年研究者共同向
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递交了一项提案，旨在
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化学制品监管。他们提出将
法国、英国和美国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有两位
申请者是美国人，其中一人会说法语，另一位申
请人来自英国）。ＮＳＦ将提案寄回并指出，他
们喜欢比较研究，但这个研究需要法律专家，并
且要将德国囊括进来，所以还必须有一位有能
力对德国进行研究的人。恰巧我拥有哈佛大学
的法学学位和相当多的德语知识，并且正打算
研究化学制品，而这些人也希望通过研究化学
制品来引入德国的做法和相关法律。因此，我
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们
重新修改提案，这基本上开启了我接下来的整
个职业生涯。

　　二、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ＭＰ：你接管了系所，并将它从一个ＳＴＳ转
变为另一个ＳＴＳ，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吗？

ＳＪ：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一举措都是独
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也
不认为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我根本没有
“接管”一个系所。在我来到康奈尔大学的十年
后，我成为ＳＴＳ项目的主任———我确实承担了
主任的职责，但并没有接管相关工作。然而，在
那以前，康奈尔大学做了一些令我感到惊讶的
事。１９８７年，在没有院系帮助的情况下，他们
就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职位。他们发现，并不

需要一个院系来对终身教授的职位进行授权。

我认为这种情况在高校中是不太寻常的。我不
太清楚，这也许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正常。但
他们利用一个特殊程序授予我终身教职，于是，

我成为了文理学院的终身教授，而并不是某个
系（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的终身教授。一年后，当他们
让我主持ＳＴＳ项目时，我成为了主任，我问学
校当我就任新职位后，是否可以雇用某个人来
填补因我的离开而空缺的职位。因此，在接下
来的几年中，通过各种特殊举措，我们形成了一
个规模较小的教职工团体，包括三位资深教授
和一位初级教授，他们不属于任何院系的教职
人员序列；此外，还有我能够组织起来的来自各
处的附属人员，但他们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力
量。我必须强调，这仍然是一个项目（ｐｒｏ－
ｇｒａｍ），而不是一个系（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没有自己
的教职人员序列通常是项目的显著特征之一。

我们有自己的人员序列，这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是反常的。后来，ＮＳＦ联系我说他们正在开展
一项针对ＳＴＳ研究生培养的竞争性资助，我有
能力将十余位教研人员组织成教师队伍并申请
这个资助。六个月后，ＮＳＦ打电话给我，至少
是这一资助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说：“希
拉，有一个坏消息是你没有得到这项资助，但也
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已经说服了生物学部的领
导”———这项竞争性资助正是由他领导的———
“他们应该会增加一个资助名额，我们希望你重
新申请”。因此，我们重新进行了申请，整个过
程经历了几年，但最终我们拿到了这批巨额资
助中第二高的经费，将近１００万美元。在当时，

这可是一大笔钱，现在来看，这仍然是相当多的
一笔钱。以此作为基础，同时也为了改变反常
的状况，康奈尔大学继续进行着一场过去就已
经开始的讨论：是否将这一奇怪的附属品（ＳＴＳ
项目）归入教务长办公室，并将其转变为一个完
整的系。这一讨论又持续了一年———因此，

１９８８年，我成为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的主任，

１９９１年，我们获得ＮＳＦ的培训经费资助，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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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投票决定将这个项目发展为一个系。在我
印象中，ＳＴＳ系由１４位等同全职（ｆｕｌｌ　ｔｉｍｅ　ｅ

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的工作人员组成，其中６人获得了
这个新系的全职职位。其他人由我系和其他院
系联合聘任，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代表了８个
不同的领域。因此，命名法是最不重要的。我
们有一位土木工程师，一位经济学家，三位哲学
家（其中两位是道德哲学家，一位是科学哲学
家），三四位历史学家，一位生物学家，一位社会
学家，我自己则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如何将
这些人组织起来并构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工作
智识团体？———这可比决定这个系应该叫什么
名字难多了。

ＭＰ：当时对您来说，在欧洲传统下进行的
研究工作重要性如何？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传统与欧洲的传统有没有区别？在很大程度
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传统，但实际上这一传
统并不局限于欧洲地区。特别是美国的科学技
术与社会，与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ＳＫ）这两种传统之间
是否存在很大的差异？

ＳＪ：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特雷弗·平齐与
我和其他人一起促成了这一转变，他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他就来自英国的ＳＳＫ传统。我和特
雷弗在一起已经共事很多年了。大约从１９９０
年起，我 邀 请 他 加 入 第 一 版———我 所 认 为
的———严谨的ＳＴＳ手册的编委会，自打那时
起，我就开始和特雷弗一起工作了。通常，人们
称之为第二版ＳＴＳ手册。但就某些方面而言，

第一版手册并不能算作整个领域的第一版。特
雷弗与我和两位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共
同编辑了这版手册。因此，我一开始就致力于
在美国传统与欧洲传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当
时我并不十分了解欧洲ＳＴＳ的不同分支，那时
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明显。在那段日
子里，哈里·柯林斯（Ｈ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ｉｎｓ）和巴斯学
派（Ｔｈｅ　Ｂａ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正在与布鲁诺·拉图尔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交流，正在与技术的社会建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ＯＴ）那
群人交流。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人们追求统一
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但在那之后，他们逐渐分裂
成各种不同的流派。与其他进路相比，ＳＳＫ本
身更为突出。行动者网络理论（ＡＮＴ）尚未成
为大西洋彼岸ＳＴＳ领域的领头羊。然而，如果
你去看１９９５年ＳＴＳ手册的目录，你会发现学
者的来源是相当广泛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绝
不是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手册”，而是一次
想要把握整个国际领域的严肃尝试。现在我不
记得当时所有的学者都是谁了，在某种意义上，

这可能是英语世界的一种过度代表（ａｎ　ｏｖ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布莱恩·温（Ｂｒｉａｎ　Ｗｙｎｎｅ）撰
写了公众理解科学那一章，史蒂文 · 耶利
（Ｓｔｅｖｅ　Ｙｅａｒｌｅｙ）撰写了关于环境的那一章，马
尔科姆·阿什莫（Ｍａｌｃｏｌｍ　Ａｓｈｍｏｒｅ）撰写了

ＳＴＳ新文学形式的那一章。因此，参与ＳＴＳ手
册编写工作的英国学者的异质性很强，相比而
言，欧陆学者的多样性稍弱一些。但我由衷地
认为，现在的欧陆传统比以前更加明朗了。这
本书应该成为大西洋两岸学者所共用的手册。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的意图。

　　三、将ＳＴＳ学科化

ＭＰ：对您来说，ＳＴＳ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
领域的？

ＳＪ：有一些人会说，ＳＴＳ从未成为一个领
域，因此，它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领域对那些
人而言仍然是一个问题。你知道系谱（ｇｅｎｅａｌｏ－
ｇｉｅｓ）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指着美国《独立宣言》

说，自那时起美国就成立了。但你也可能会说，

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之时，美国才真正
成立，因为在那之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还
没有获得选举权。或者你也可以说，直到女性
获得选举权后，这个国家才算成立。那么，美国
是什么时候成为了由５０个州组成的美国？所
以，这样类比的话，我认为一个好的领域应该是
一直在形成过程中的领域。一个领域的形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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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日
子，或发生了一件特定的事件就形成了一个领
域。１９７６年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简称４Ｓ）会议首次
举行的日子。那时，人们开始感到ＳＴＳ与其他
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专业社团有所区别，因此，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显然，创建ＳＴＳ项目的
意义愈发重大。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元勘小
组（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ｔ）是英国唯一的同
类机构，但科学元勘小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
化，２０１６年，人们正在庆祝它成立５０周年，但
此时它已经不是当时那个科学元勘小组了。我
想说的是，这个世纪见证了一个增长的高峰期。

看待这一现象的另一种方式是，各国纷纷成立
了自己的ＳＴＳ学会。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趋
势越来越明显。我认为，在ＳＴＳ最初形成的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里，

大卫·布鲁尔（Ｄａｖｉｄ　Ｂｌｏｏｒ）使强纲领和科学元
勘小组得以发展。顺便说一句，ＮＳＦ的工作人
员迫切地希望能够资助那些研究生培养项目，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人员将科学元勘小组
视为标杆。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提供给你的细
节。对于ＳＴＳ训练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我有
一个非常具体的想法，这个想法与当前盛行的
想法不同：促使科学家和工程师思考科学技术
的社会意义，不管你来自哪个分支领域，是主题
（ｔｏｐｉ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因此，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中期是ＳＴＳ领域的形成阶段，９０年代早期
是巩固的高潮，而后２０００年左右是全球扩散时
期。然而，全球扩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碎片化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因为你最初提出的问题———

是“科学技术与社会”还是“科学技术学”———仍
未消解。同时，由于某些研究框架现在更加强
势，如行动者网络理论，ＳＴＳ向其他学科的扩散
也反过来影响着ＳＴＳ领域的现实情况。所以，

我认为，讽刺的是，与许多其他领域相比，我们
更加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因为当今世界有很
多人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ＳＴＳ，也就是说，他们

对这一缩写的意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他
们甚至雇用受过这种训练的人。但关于ＳＴＳ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这一
领域尚未完成反思的整合，还在进行内部综合。

ＭＰ：您认为这样做有多重要？

ＳＪ：我想，如果我们要争取学术空间的话，

这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可以不同意这一点，学
术界肯定会有激烈的声音说，就像曾经因为女
性受到了忽视所以我们需要女性研究一样，我
们也可以说，因为科学技术被忽视了所以我们
需要科学技术学研究。然而现在，看看任何一
个高校的人类学系，他们进行科学人类学和医
学人类学研究；看看那些历史系，他们正用历史
的方法研究相同的事情；再看看哲学，尽管一直
都有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但他们同样也提出
了新的想法，使用了新的材料。类似的情况还
有很多。因此，为什么我们需要所谓的ＳＴＳ？

自称为ＳＴＳ研究者是一种催化剂，当你这样做
的时候是非常重要且有趣的，但现在这一学科
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自己承担起这一切。我坚
定地相信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不能确定有多少
同事在这方面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事实并非
如此的原因是多个层面的。第一，从经验中你
可以发现，那些对知识和想法、人工物和物质性
以及古典学科感兴趣的人往往趋向边缘化，他
们只能自娱自乐。在主流学科的探索工作中，

被雇用的都不是这几类人。你刚才提到你即将
要去蒙特利尔。我曾去过那里，但麦吉尔大学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社会学系已经与将知识
社会学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一做法渐行渐远，

更不用说医学社会学这样的专业学科了。因
此，我并不认为那些经典学科，那些已经有了他
们自己认定的研究重点的学科，能够将科学和
技术充分融入到他们的焦点主题之中。如果你
认为你的主题是文化、年表学、社会组织或金融
交易等，那么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不会突然转向并声称我们将把你们的主题———

知识———作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因此，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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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科学、技术和知识非常重要，那么你会去哪
里研究它们呢？可能无法在那些已有的学科结
构中找到答案。我与此相关的第二点考虑是，

ＳＴＳ是一个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骨干精英有
着巨大关联的领域，它不仅只关系到正在进行

ＳＴＳ研究的学者。我们知道，人文学科在某种
程度上是无序的，大多数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
生可能对西方文明史这种课程没有兴趣，除非
他们不得不上这门课程。但是，如果能让学生
们更好地理解一些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
将愿意学习关于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学，或是一
门关于计算机科学的伦理、法律或社会研究的

ＳＴＳ课程。例如建模，他们可能希望了解ＳＴＳ
学者对模型中一些思想的洞见。许多受到科学
训练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被局限
在板凳之上，而是渴望能够着眼于整个世界。

相较于从文化人类学中拾取点滴知识，或从战
争史中了解军事技术，对他们来说，ＳＴＳ是一条
更实用、更有希望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
径。最后，我认为，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
了自己的方法和理论问题，这是其他领域不具
备的特性。我做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来阐述
“共同生产”（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这一概念，现在这个
词汇已广为流传。人们可能会误解它，或者以
一些我并不认同的方式应用它，但这是一个用
独特方式思考世界的例子，源于我们想要解释
某些事情的期望。与此相似，我与金尚贤
（Ｓａｎｇ－Ｈｙｕｎ　Ｋｉｍ）一起编辑了一本书，②这本书
与社会技术想象（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ｅｓ）有
关，现在人们已经相当广泛地运用这一概念。

这本书作了一个小小的判断。研究政治理论的
学者提出“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ｅｓ）的思想，人类学
学者提出“想象”的思想，但如果你去看探讨“想
象”的经典著作，就会发现，社会对未来的预测
很少包括，甚至完全没有科学技术的内容。这
是十分离奇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没有谈论科学技术；查尔斯·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没有谈论科学技术；阿尔让·

阿帕杜莱（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没有谈论科学技
术。但是现如今，现代社会关于未来的想象怎
能不包括科学技术？我认为，社会技术想象将
会吸引许多人，因为他们将不断发现，是的，使
用这一概念将得到一些收获。但在１９７８年，当
我从一名律师转变为一名受到软资助的ＳＴＳ
项目成员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经意间
的发现、进行整合的尝试、对命名方式的探寻，

所有这些都在我思考和写作过程中逐渐推进。

我将这些发现传授给别人，因为我与那些同样
有兴趣将科学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同行。

因此，我确实发现，就对ＳＴＳ作为一个独立领
域的投入程度和热情程度而言，我并不孤单。

但我可能是少数，甚至在我自己所处的领域中，

我可能仍然是少数。然而，这并不会降低我的
投入程度，我觉得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对社会进
行我认为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四、扩展问题和联系

ＭＰ：如果将ＳＴＳ作为一个学科来考虑的
话，您希望它在未来如何发展？

ＳＪ：我想，我们必须更加注重训练，我们必
须训练人们在智识上更加慷慨和仁慈。你可能
记得，从你在这里的时候起，我就喜欢用“认知
仁慈”（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这个词。我认为，ＳＴＳ
学者同时遭受着专业化不足（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高度专业化（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折磨。我们必须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既认识
到这一领域内部的异质性，又认识到它与外部
的联系。内部异质性意味着你不应该过早地判
定ＳＴＳ是ＳＳＫ、ＳＴＳ是ＳＣＯＴ，或是其他什么
东西。但你应该意识到，正如你在一门专业的
编史学课程中那样，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
提出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问题：它们是什么？

它们如何联系在一起？等等。我不认为一些人
能称得上是ＳＴＳ学者，除非他们了解我们这个
领域的文献，了解这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对我
来说，这意味着良好的训练。但与此同时，如果

６１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６卷



我们不能就这一领域与其他相邻领域的关系达
成共识的话，那么ＳＴＳ就会成为一片贫瘠的土
地。大多数ＳＴＳ学者认为，他们对新自由主
义、正义、平等没什么话可说，对为什么赢家能
赢、输家必输的大部分核心规范问题也无话可
说。甚至当我们的共同体学习经济学时，我们
也趋向于关注工具，而不是将市场视为一种社
会组织形式的存在，也不去思考对于社会来说，

依赖市场意味着什么。因此，我希望看到一个
这样的ＳＴＳ：广泛地认识到自身是一个人文与
社会科学领域，充分尊重自己的传统，能够向人
们全面介绍我们自己的系谱。而后，如果有这
样的系和这样的项目的话，那么它们可能会产
生不同的变化。我认为这些变化并没有错。例
如，爱丁堡大学成为研究金融工具的核心阵地，

因为金融工具在那里是一门专业，人们在爱丁
堡大学发展了金融工具。而其他一些地方则可
能重点关注性别问题或发展问题。但人们应受
到共同的训练，这样一来，当人们见面时，即使
不打手势，大家也能够意识到彼此属于同一个
智识群体。这就是我创建科学与民主网络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Ｎ）

的原因。我用创建这个词，虽然这听起来过于
刻意，但我并不是刻意为之的。２００２年，我邀
请了三十多位朋友和同事，启动了这项工作。

今天，成员人数几乎翻了十倍，如果我们允许的
话，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到一千人。ＳＤＮ成员
相互熟识，就共同使用的概念和人们提出的问
题达成共识。他们将ＳＤＮ视为引力场的智识
中心，一个对人们有着极大吸引力的地方。正
如你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会议都是全体会议，

人们非常高兴地并肩而坐，聆听其他人的报告，

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评论。这并不是按照主题
或时间来定义的。实际上，这是按照人们提出
的各类问题来定义的。我认为，显而易见地，

ＳＤＮ应当算是ＳＴＳ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并不
想殖民整个领域。事实上，我希望ＳＴＳ成为像
历史学那样广阔、充满活力、兼容并蓄的领域。

在这里，我们的领地是最大的，因此，我们没有
理由不拥有同样丰富的专业和课程。但是应该
有这样一个核心部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重
要的是要关注我们自己领域的历史，对构成要
素的来源及其优劣势的尊重性理解———人们提
出了哪些批评。人们正在遗忘一些争论，例如
兰登·温纳（Ｌａｎｇｄｏｎ　Ｗｉｎｎｅｒ）和ＳＣＯＴ的争
论，但这些争论是我们领域的一部分。今天，如
果我们想要将股票交易或气候模型作为一种技
术来讨论，我们仍然应该理解为什么人们认为
黑箱是重要或不重要的，以及人们打开或没有
打开黑箱的原因。我希望ＳＴＳ能够朝着学科
的方向发展。我所理解的学科能够从内部对话
而非整体连贯性中获得力量，就像学科能够在
外部交流中有所收获那样，学习其他人如何处
理我们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社会”是
社会学家使用的术语，但他们质询知识的方式
可能与ＳＴＳ学者不同。

ＭＰ：您也提到了ＳＴＳ方法的独特性，在英
国，人们常常就“什么是ＳＴＳ方法？”这一问题
发生争论，所以，到底什么是ＳＴＳ方法？！

ＳＪ：难道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会问这个问
题吗？首先，和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在我们的领
域中也发生过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争，也有
过解释方法与经验方法之争。我认为，时至今
日，ＳＴＳ确实已经确定了一些重要的方法。实
验室研究和争论研究都是我们在以特殊的方式
做特殊的事情。争论研究导致了方法论相对主
义或方法论不可知论，我想这是我们独特的方
法，在这种意义上，强纲领得以幸存。我想，对
称性和反身性是我们元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元方法体系的一部分，这些是
我们所特有的。“共同生产”虽然没有提供方法
本身，但提供了很多关于我们何时观察以及我
们看到哪些事物的方法论切入点，我认为它超
越了争论研究。因此我说，在《知识的态势》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本书关于“共同生产”

的章节中，我们应当看到动荡的时刻和重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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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刻、起源的时刻和争论的时刻。“共同生
产”囊括了人们应在何时何地进行研究的全部
选项，所以对我来说，争论是“共同生产”研究的
一个附属部分。当然，历史学家会说他们关注
起源，但我们研究的是知识文化和人工物文化
的兴起，这与他们不同。我们说历史学家可能
关注事情发展的一些时刻，如后殖民身份认同
或类似的事情，也包括知识和信息，这些在我们
的研究中也会有所涉及。但我们会从不同的视
角来分析材料。所以我认为，这些方法处方也
可以转化为一些问题：作为一位ＳＴＳ学者，你
应该如何查找档案，你认为档案可能存在的局
限性是什么，你将如何进行访谈，你的访谈对象
是谁，等等。如果你想做到真正的对称，那么这
将对访谈策略等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在“共同
生产者”这一主题上，我们应该关注表征、话语、

制度和身份认同的融合，我认为这是一种方法
论处方。如果你追随福柯，你可能会关注话语；

如果你追随拉图尔，你可能会关注表征；如果你
是批判性研究的一员，你可能会关注身份认同。

许多ＳＴＳ研究者并没有同时对制度进行研究，

而其他事物正是通过制度体现出来的。所以我
认为ＳＴＳ的方法是，“对不起，不，你必须把所
有这些东西放到一起看”。我希望看到未来的

ＳＴＳ学者能够把这点融入他们的骨髓之中，拿
出坚持信念的勇气，而不要被其他进行相同研
究的人发表的论证或断言所迷惑。那么，这对
你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想，特别之处可
以用一个地理学的类比来说明，不是你在一座
没有其他人的孤岛上做你正在做的事情，而是
你已经到达山顶，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你认为自己就像
是坐在洞穴或筒仓里，那么我并不认为知识是
令人兴奋的。正是在这种与其他观察方式的流
畅对话中，知识才获得了意义。所以，我认为，

我也经常这样教我的学生，ＳＴＳ有自己的提问
方式，通常与其他人的提问方式不同。人们可
以培养出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我在做的事情

和你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重申，某些事情是方法论层面的，例
如，对争议或特定场点的关注，这是我们所特有
的方法，而不是别人的。

ＭＰ：谢谢！

访谈后记：ＳＴ（＆）Ｓ
———马丁·皮克斯吉尔

２０１５年２月的一个早上，在空荡荡的大街
上，我冒着冰雪艰难地走向希拉·贾萨诺夫在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住处。马萨诸塞州经历了
一场又一场暴风雪，航班被取消，哈佛大学停
课。尽管如此，贾萨诺夫的一天仍然非常忙碌。

当我到达她家时，她正在为一个Ｓｋｙｐｅ会议做
准备，这个会议将在我离开后不久举行。我踢
了踢靴子上的雪，随后坐在她的厨房里喝着热
茶。我暖和过来了，我们开始聊天。

　　一、建设这一切

贾萨诺夫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名，其中之一
是作为一名建设者（尽管她认为这种说法对于
她所做的一些事情来说太过“刻意”）。正如她
所回忆的那样，１９９８年来到哈佛大学时，她“不
得不考虑建立一个新的ＳＴＳ项目，因为当时哈
佛大学并没有ＳＴＳ项目”。如今，以肯尼迪政
府学院为基础，哈佛大学有了一个充满活力的
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这正是由贾萨诺夫领导
的。这一项目为文理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提供了

ＳＴＳ的二次场（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并接受来自
世界各地的访问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研究网络、中心和学科的建立等关键话题
贯穿了我与贾萨诺夫的谈话。十分明显，阐述
其他领域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维度与ＳＴＳ学
者自己讲述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贾萨诺
夫事业的核心———以及在著名高校中担任职位
所能提供和依赖的研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将制度的、经费的、认知的和学院的支持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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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正如这次访谈所展现的，编织者和被
编织者之间并不总是“不可兼容”的；一般来说，

它们是一种更为模糊的（有时是矛盾的）“齐头
并举”的关系。

贾萨诺夫用这些术语来探讨她眼中的
“ＳＴＳ”代表什么这一（正在进行中的）问题。她
描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在美国起源于社会的
忧虑”———例如，对战争和环境的担忧。从表面
上看，贾萨诺夫在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时首次接触ＳＴＳ。然而，她对ＳＴＳ作为“科学
技术学”的兴趣———贾萨诺夫认为“在某种程度
上，科学技术学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研究对
象”———一直很明确。在“两种ＳＴＳ”之间的穿
梭是她学术成就的标志。正如她所说的：“我希
望ＳＴＳ同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技术
学’。”作为不同进路之间的联结点，贾萨诺夫的
工作同时促进了这两种传统的繁荣。

　　二、交缠的进路

贾萨诺夫在康奈尔大学的经历展现了职
业、学者、中心和学科之间相互促进的过程。她
谈到自己的偶然发现：在进入一个机构时，她的
专业知识和同事的专业知识能够卓有成效地结
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可行的”（ｄｏａｂｌｅ）研究
问题［１］。随着时间的推移，贾萨诺夫将努力工
作、学术志向、社会关系、制度支持和“各种特殊
举措”结合在一起，为康奈尔大学ＳＴＳ的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９１年，ＮＳＦ提供了１００万
美元的培训资助，帮助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与此
同时，“文理学院投票决定将这个项目发展为一
个系”。毋庸置疑，ＳＴＳ系的建立在该领域自身
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现如今，几乎所有高校中设置的ＳＴＳ机构
全都涵盖了“两种 ＳＴＳ”中每一种传统的要
素———无论它们被正式命名为“科学技术与社
会”（与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还是“科学技术
学”（一般来说与欧洲进路联系在一起）。鉴于
她个人的智识取向，推进ＳＴＳ内部不同共同体

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对于贾萨诺夫而言是非常重

要的。在回顾她担任《科学技术学手册》［２］的主

编时，她提到：“我一开始就致力于在美国传统

与欧洲传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当然，任何一种传统都发展出各种进路。

例如，在英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正在爱

丁堡和其他地方进行，而激进科学运动（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正在伦敦等地紧凑

地进行［３］。将这些不同的视角（和它们的编史

学）汇聚在一起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贾萨

诺夫看来，“对我们而言，ＳＴＳ是最能深刻反映

科学的、技术的文明意味着什么的领域。”这“要

求我们思考科技的特殊性在哪里”和“科学技术

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意味着什么”。这一智识课

题需要我们与其他学科和话语领域进行持续交

流，即便在ＳＴＳ的地位和风格得到完全发展和

完善后，也需要保持这种交流。

　　三、将ＳＴＳ学科化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见面那天，贾萨诺夫正

忙得不可开交。尽管暴风雪肆虐，但这也不足

为奇。生产力、速度和成果，愈发被理所当然地
（可能有时也受到抵制）当作学术生活的特

征［４］———贾萨诺夫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人。与此

同时，她也因为学术交流构建了巨大的空间而

闻名，这对于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来

说也许更加重要。这包括国际科学与民主网

络，也包括哈佛大学ＳＴＳ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也提醒我们ＳＴＳ如何成为

高校的“中心”。虽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院系的

教员中，通常都会有一位或多位ＳＴＳ方向的学

者，但跨部门的ＳＴＳ项目、机构和中心仍十分

少见。这对师生关系、学术研究和训练都产生

了影响。贾萨诺夫认为，在ＳＴＳ领域，“我们必

须更加注重训练”。强调自己致力于与年轻学

者接触（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对话），她提到，“我

们必须训练人们在智识上更加慷慨和仁慈。”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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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Ｓ本体论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但贾萨诺

夫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希望ＳＴＳ能够朝着学

科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既要为那些更多地

以历史、工程等传统方式了解世界的学生提供

ＳＴＳ选项，也要培养希望获得ＳＴＳ学士学位的

本科生。

一些高校，如康奈尔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

采纳了贾萨诺夫的建议。另一些高校，包括爱

丁堡大学，则在为本科生开设一些相关课程的

同时，为研究生设立专门的ＳＴＳ学位。这样的

层次结构将如何发展出关于ＳＴＳ是什么这一

问题的特定图景？关于高校学位设置的讨论通

常有着实践（和经济）导向，聚焦于谁可能教授

什么课程，哪些学生可能选课，以及他们愿意支

付多少学费等具体问题。正如我们从ＳＴＳ中

所了解的，正是这种关注形塑了领域的发展和

知识的生产［５］。

　　四、在形成之中

贾萨诺夫提到，对她来说，“一个好的领域

应该是一直在形成过程中的领域。”显然，ＳＴＳ
就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交叉）学科，因

为学者们开始审视越来越多的实证案例，并进

一步扩展和完善概念工具包。贾萨诺夫自己的

职业生涯和学术成就是知识和社会秩序“共同

生产”的例证。对于“共同生产”这一概念，她在

其他认识论领域进行了十分细致的阐述［６－７］。

随着ＳＴＳ的发展及所处社会的不断变化，我们

不禁要问：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注释］
① 杰伊·贾萨诺夫是希拉·贾萨诺夫的丈夫，现为哈佛大

学语言学系教授———译者注；摘要有删改，原文链接为：

ｈｔｔｐｓ：／／ｅｓ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ｅｓ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

２２６。

②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　Ｓ，Ｋｉｍ　Ｓ　Ｈ．Ｄｒｅａｍ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Ｓｏｃｉ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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